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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起源是社会主体进行自然选择的系列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必然的一元决定因素，也存在偶然的多维影响因素。必然因素赋予了大学传承至今的主体功能，偶然因素则造就了大学组织的多种形态。中国大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史为鉴，结合社会生产的链式体系，根据人们生活的多重需要，有针对性、有层次性的构建多元立体的现代大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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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却长期不甚明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的起源隐秘而复杂，“没有创建人，或者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没有明确的记录”；[1]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大学史研究者自身的原因。国外历史学者关于大学起源的研究通常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站在某个国家甚至某个大学的立场对研究对象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进行宏大叙事；另一种则是从某些中世纪的记录片段中进行管窥蠡测。以唯物史观为视角，能够兼顾主体选择和社会条件，深入剖析大学起源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也可以为中国大学改革和体系构建提供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一、必然与偶然：大学起源的社会条件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确定趋势，偶然性则是不确定趋势；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引起必然性，非本质联系和外部联系则引起偶然性。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居于主导地位；偶然性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处于从属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认为，重视必然性、忽视偶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决定论的局限性。譬如在大学诞生的时间和形态问题上，此理论很难解释其为何出现在“蒙昧黑暗”的中世纪而不是文化昌明的古典时代；在同一历史阶段出现的欧洲古老大学为何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对此，“主体选择论”的现代唯物史观可以形成很好的补充。“主体选择论”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加入人的主体选择因素，既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也承认主体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主体的活动，主体总是通过选择、实践和创新不断突破历史的限制，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2]综合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便可以对大学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多重要素进行分析。

大学缘起于12世纪，此时上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下启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堪称西方文明的转捩点。在此之前的数个世纪，欧洲古典文明几乎被入侵的北方蛮族坏殆尽，一度繁荣兴盛的欧洲社会陷入深重的蒙昧当中。而基督教徒却由于隐居潜修躲过了劫难，并逐渐成为欧洲仅有的文化传承者。九世纪以降，久乱思治的欧洲社会初步形成了宗教（教皇）、政治（君主）和文化（教育者）三权鼎立的基本格局。大学也在此背景下缓慢出现。这一现象既非历史的偶然，亦非“必然”，而是多重因素的纠缠交织。

大学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知识需求与职业分工。公元11世纪，欧洲商业往来日趋频繁，人们对于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产生了迫切需要。12世纪，城市逐渐聚集起足够的人气和物产，行业开始集中，由此出现了职业化的行会组织。脱胎于商业行会，教师与学生也组成了学者行会，并逐渐发展为具有法团性格的大学组织。此外，加洛林王朝教育改革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复兴，教会理论亟需完善，封建王国渴求人才，社会亟需用理性和知识去战胜混乱和蒙昧，由此共同赋予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再者，蛮族入侵导致城堡林立，进而促使市民社会广泛兴起，政治秩序的重塑又为大学组织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最后，基督教会的普世发展为欧洲思想的同质性和文化沟通的便捷性打下坚实的基础，教会的内在需要以及教权的广泛存在直接导致大学的出现。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上述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从具体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来看，则具有偶然性。譬如，巴黎大学的问世归功于巴黎城的政治功能以及学术大师阿贝拉尔的卓越成就；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取决于法学权威欧内乌斯的社会影响以及教皇、君主两强争斗留下的权力真空；牛津大学的发展则是因为英法两国交恶而导致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滞留本国的偶然契机。

二、一元与多维：大学起源的主体选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分析历史现象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但也要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观察。厘定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一元之“唯”，与思考历史现象采用视角的多元之“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互支持。

（一）一元决定因素——生产发展带来的知识诉求

根据“一元多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世纪大学的诞生首先取决于11、12世纪欧洲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是一元决定因素。
公元10世纪以降，饱经战火肆虐的欧洲社会日趋稳定，生产力逐渐恢复。铁犁等先进农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欧洲农业生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阶层的变迁。为了购买原料、组织生产和销售产品，手工者和商人纷纷向港湾、河口、城堡、寺院等交通枢纽和政治文化中心聚集，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封建领主也纷纷参与中世纪城市的复兴活动。他们或者默许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城市，让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里面的手工业者；或者主动参与商业活动，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城市的兴起是中世纪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不仅促成了一个依靠技术和知识的市民阶层的出现，而且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先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领地庄园制度逐渐瓦解。城市与王权的结盟，也大大加强了后者的权力，使得天主教会统一封闭的权力格局开始被打破。具体而言，城市对大学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的出现为大学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场域基础，使得后者有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学与城市拥有天然的亲近和契合，只有在伟大的城市里，才能够产生广纳天下学子于一堂的传世大学。“一般来说，创建一所大学机构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其地理和气候上的优势：淳朴的民风、有益身心的新鲜空气、丰富多样而价格低廉的食物等等，这些都有益学生的身心健康。”[3]集中的人群、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都是城市为大学提供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城市还为大学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城市对大学的资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减免租金，譬如牛津大学从13世纪后期起就在城市当局与教授团联合管理机构的裁决下，被免除租住公寓的一半租金；二是直接向学者发放生活补贴，如牛津市政府每年定期向贫困学者发生活补助；三是当学者与市民发生冲突后，大学往往会获得大量的经济补偿；四是政府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向贫穷学子提供补贴；第五，也是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是私人捐赠。中世纪大学经常会受到来自贵族、主教甚至平民的捐赠，捐赠者提供的大量资金不仅保障了大学的运转和贫困学子的入学，同时还为其内部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时至今日，私人捐赠仍然是许多西方大学的重要财政来源。

（二）多维推动因素：宗教、政治与文化

除经济发展的一元决定性因素之外，大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其他多维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造就了大学的多重形态。

首先，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广泛性造就了知识的统整性，进而又影响了大学内在性格的普世性。中世纪欧洲普遍信奉一个真理：在教会之外得不到拯救。基督意识带来了相似的人性和统一的社会结构，教会宣扬审慎、庄重和对一切基督徒的慈善，这种基本规范的绥靖作用取代了强力镇压，成为欧洲精神世界的一道围墙。教会的主要制裁不是武力，而是逐出共同体，其中最严厉的手段就是逐出教会。被逐者的命运极为悲惨，不仅肉体四处游荡，精神上也无所归依。在广泛认同的基督意识上，教会通过推行宗教教育培养传教人才，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继承和弘扬的作用，由此建立起广泛的意识形态认同。一言以蔽之，宗教信仰为大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国际化交流平台，不仅塑造了大学的普世性格，而且还赋予大学超越世俗的组织追求。

其次，古典文化传统的一致性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则导致大学兼具国际性和本土性。一方面，欧洲古典文化传统为大学提供了基本统一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地区习俗的差异性也造就了大学形态的多样性。譬如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古典文明文明传统因屡遭破坏而变得十分稀薄，因此查理大帝得以施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统治，加强了学校与修道院、主教座堂之间的亲密关系。隐世苦修的修道院出于对修士毅力的担忧，也倾向于选择一种脱离世俗生活的推理知识，因而形而上学、神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知识在此大行其道，神学圣地巴黎大学便应运而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欧洲，古典文明遭受的破坏较少，古典文化尤其是罗马法得到了较好的承继，因此诞生了世俗性格较为突出的法学渊薮博洛尼亚。

最后，政治格局的离散性则导致大学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教皇保持着精神世界的绝对权威，教育亦被教会控制。因此，法国人的知识生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修道院或者与修道院有依附关系的学校中。而南欧的意大利等国则是比较纯粹的封建君主制国家，教会势力只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后者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温和，传承自古罗马的市政制度也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从而形成了自由宽松、充满活力的市政生活。正是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南欧教育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和实用性格，因此才会最终衍生出博洛尼亚等富有自治理念和实用精神的大学。

三、反思与启示：中国大学的主体功能与多元取向

根据唯物史观视角下的起源辨析，可以得知影响大学的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一元而多维。因此，现代大学体系的建构，也应当在明晰一元必然因素的同时关注多维偶然因素，促使主体功能与多元取向并行而不悖。

(一)现代大学的主体功能与中国大学的知识担当

从一开始，大学的知识性和公共性就决定了其基本功能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做出回应。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已经被古典大学的不断衰落、研究性大学的强势兴起以及服务理念的广泛传播等一系列历史演变所证明。时至今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又提出了一个核心诉求：大学必须为社会生产提供最广泛的智力支持。这种智力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技术创新。这二者是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一体两面，大学的核心是知识与学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都是知识生产在不同方面的体现，社会服务则是其自然结果。

有鉴于此，中国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要对中国社会的知识诉求作出回应。大学所提供的知识不仅要面向内部的所有个体，同时还要积极面向外部的社会成员。通过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将国家诉求、市场需要和个体利益有机的联系起来，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交往中心，是现代大学存在合理性的现实需要。

在当前的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大学应当综合考虑大学的历史起源和当代实践，兼顾学术研究的理论逻辑和现实理路，从职业规定、道德诉求、政治责任和社会功能四个维度面对自身的知识担当。具体而言，大学的发展必须以知识和学术为核心，但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绝非一套闭门造车、自圆其说的表达方法，亦不止于诸种演绎归纳、实验论证的研究范式；中国大学的知识担应当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进程当中，以既有的民族文化为土壤，以政府导向为动力，以公共需要为鹄的，进行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二)现代大学的多元取向与中国大学的体系建构

大学从源头开始便因为多维影响因素而具有组织形态的多重选择性。在现代社会，不同国家的发达程度、政治诉求和文化传统互不相同，因此各国大学无须一味模仿，但可以彼此借鉴。单一国家的大学也因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和生活需要的丰富性而必须避免同质化，应视社会生产的链式体系和人们生活的多重需要，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进行发展。作为后发外生、正在努力迈向卓越的中国大学，须以当前社会特征和主体需求为基础，广泛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多元立体的现代大学体系。

首先，从组织体系来看，大学在创建之初就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呈现出“教师大学”与“学生大学”、“教会大学”与“国王大学”等多种形式。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大学模式：专注于研究的洪堡模式、侧重教学的拿破仑模式和以及致力于在教学和研究之间实现平衡的牛津剑桥模式。[4]美国博采德英两家之长，创立了新型的美国研究生院，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的一时之选。上述各种大学系统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如何履行并协调大学三大功能基础之上的，但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大学都不约而同地重视研究，因此这些系统性的差异明显缩小。由此可知，中国大学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在于跨越不同的高等教育类型对上述功能进行调整。此过程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所有大学都应当创造性地生产知识、反思性地传播知识，但关于知识的类型可以各行其是；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大学不需要全面均衡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功能，而是各有侧重、扬长避短。各类型大学彼此之间也并非各行其是、互不通约；而是围绕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核心需要，形成团队、分工协作。

其次，从辐射体系来看，大学在缘起之初就存在“原型大学”和“子大学”之分，当代学者则将大学广泛分为三大类型——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级。这种划分方法不意味着前者就要优于后者，而是侧重于不同的使命。世界级大学的使命是惠及世界各国及地区；国家级大学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地方级大学的使命则是满足社会的需要。[5]照此逻辑，中国大学体系的建构亦应当综合考虑知识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科研推动力与国家贡献度，技术革新性与市场参与度等多维因素，分级分层地进行布局。从理论上来讲，所有大学都应当在学术上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文化上具有国家号召力，在经济上具有地方推动力，但事实上却不能面面俱到，必须各有侧重。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多元立体的大学体系。

第三，从市场体系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贯通机制，二是职业教育向高层次方向发展。产业过去往往需要行业定制的生产技术，如今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生产的自动化简化了工人的体力劳动，仅需少量高技术水平和研究技能的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系统并不适用于以高科技为导向的知识社会，重在培养学生的宽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则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政策又积极地向研发项目倾斜。因此，在提高科研水平获得国家资助的基础上，大学更需要积极面向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研发的巨大投入是有目共睹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将研发视为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研发投入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更应当注重科学研发的针对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课题应当由国家统筹兼顾，而更多的研发则应当由市场来决定，由此各级各类大学便可以以国家政策为宏观导向，围绕市场需求组织科研与教学。

最后，从教学体系来看，由于后现代社会发展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以及就业市场的变动性，中国大学必须打破原先的固化分科模式。新的教学体系应以核心素质为导向，综合采用自主教学设计和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等现代教育理念与平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市场和个体发展都最需要的“迁移性技能”——“能够准确阅读并快速掌握各类信息且加以创造性利用的能力；能进行流畅清晰的口头表达及书面记录，以便于能明白无误的将新的信息、问题讨论的新进展传播与传递的能力；能读懂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中隐含的意义并从各种表现形式中将其抽离出来的能力”。[6] 
综而言之，大学起源的社会因素是一元多维的，这取决于人类社会主体需求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现代大学的发展也在以知识渊薮为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外在形态。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与探索，中国大学已经逐渐走上现代大学体系建设的道路，为完善这一计划，须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在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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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niversity Origi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ng Lei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cus on the vital function of subject’s choices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it also emphasizes the social conditionality; therefore it hold the principle that social being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at one side, and also emphasize that history was shaped by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The university origin was a series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natural selection by the social main body, which wa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necessary monistic determinant, but also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accidental factors. Historical necessity endowed university a basic personality which was inherited till now, and contingency contributed university to multiple 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shall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gard social production chain system and multiple needs of people's life as preconditions, construct a multivariate stereoscopic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special purposes and multi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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